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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濟醫院是由美國傳教士在華開設的一家現代化綜合醫院，也是近代中國大陸地區第一

家西醫院；它成功開啟了近代教會醫學教育的大門並使其制度化。博濟醫院的醫學教育經歷

了三個階段，即博濟醫院的前身 —— 廣州眼科醫局的“師傅帶徒弟”、博濟醫院的“醫學訓

練班”以及南華醫學堂。它不僅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西醫生，而且對中國現代醫學教育體系乃

至醫療體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19世紀以降，伴隨着醫學傳教士 (Medical 

Missionary) 的來華，教會醫療工作迭次展開。

為適應教會醫療工作的需求，教會醫學教育應運

而生，並迅速得以發展和壯大起來。博濟醫院 

(Canton Pok Tsai Hospital) 為來華傳教士在內地

開設的第一家現代化綜合醫院，也是最早開始醫

學教育的西醫院。其醫學教育從博濟醫院的前身 

—— 廣州眼科醫局 (Canton Ophthalmic Hospital) 

的“師傅帶徒弟”，經過博濟醫院的 “醫學

班”(Medical Class)，到南華醫學堂，形成了一

套規範的醫學教育。它不僅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

西醫生，而且對中國現代醫學教育體系乃至醫療

體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師傅帶徒弟”：廣州眼科醫局的醫學教育

廣州眼科醫局的建立者是近代第一位來華醫

學傳教士伯駕 (Peter Parker, 1804-1888)。伯駕

是美國麻塞諸塞州法明罕 (Framingham) 人，出

生於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家庭。概因如此，伯駕長

大後立志成為一名海外傳教士。1831年9月，伯

駕從耶魯大學畢業後，10月即再次入讀耶魯大

學神學院，接受神學和醫學的專門訓練。1834

年3月，祇讀了兩年醫科的伯駕通過醫學課程的

答辯，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1)
 1834年5月，伯駕

被按立為牧師。同年6月，美部會接受伯駕的申

請，正式任命他為赴中國的醫學傳教士。1834年

10月26日，伯駕抵達廣州，在稍作逗留後，旋即

離開廣州前往新加坡，在那裡一面學習中文，一

面開設一家小型診所。伯駕在新加坡不僅學會了

中文，他的診所還在八個月內治療了一千多位病

人。
(2)
 伯駕在新加坡行醫所取得的成功使他大受

鼓舞。1835年9月，伯駕從新加坡返回廣州，即決

定開設一家類似的診所。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後，

借助於在華英、美商人的捐助，並在中國行商浩

官 (Howqua，即伍秉鑒) 的說明下，伯駕租用十

三行新豆欄街7號的豐太行的部分房子，在11月4

日開設醫局，稱廣州眼科醫局。它是中國近代第

一家眼科專科醫院，也是中國最早的西醫醫院，

因而被稱為我國“西醫院之鼻祖”
(3)
。又因為位

於十三行新豆欄街，故又稱“新豆欄醫局”，後

來又定名為“廣州醫局”(The Canton Hospital)。

據說醫局入口處，還懸掛一個中文名字為“博愛

醫院”(P’u Ai I Yuan)的牌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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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眼科醫局開辦之初，由於中國人對其

尚抱着懷疑態度，前來就診的人不多，第二天才

有一個患青光眼的婦女前來求診。但伯駕“憑着

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不久就為他的醫局贏得了朋

友”
(5)
。1838年8月號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上的〈醫院〉一文，對此給予了詳細介紹：

道光十四年 (即1834年——引者註)，有醫

生名謂伯駕，自北亞墨理加國來，自懷□□慈

心，普愛萬民，不可視困危而不持不扶也。始

到廣州府，暫往新嘉坡，再返，於十三行內開

醫院焉，其宅廣，其房多矣。恃上帝之子耶穌

之全能，伏祈恩賜德慧術，知醫雜病矣。如此

服藥開方，無不效也。雖晝夜勞苦，然不取人

之錢，而白白療症。設使病痼許病人寓醫院。

閭閻之人貧乏無錢，悅然供給飲食，待病癒回

家矣。自無財帛，各國遠客駐粵貿易並漢貴商

一位聯名簽題銀幾千有餘元，致買藥材還賃行

之錢。既使病豁然而脫，大有名聲。病人不遠

一千里而來，得醫矣。傳說此事者親眼看醫院

之士民雲集、擠擁，老幼男女如曦來。莫說廣

東各府廳州縣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

江蘇、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醫矣。儒農官

員，各品人等病來愈去矣。
(6)

可見，伯駕的醫術確已廣為人知，前來就醫者

甚至遠及內陸省份。由於就醫者日漸增多，以致每

天清晨二三點鐘，就有人提着燈籠到醫局門前等

候，以求在次日能掛上號看病。
(7)
 但這樣的局面帶

來了嚴重問題：伯駕作為美部會派遣來華的專職醫

學傳教士，身兼“治療身體，拯救靈魂”的雙重任

務。就“治療身體”而言，既要負責為在華美國

傳教士提供醫療服務，又要診治前來就診的中國

病人的所有疾病。同時還要承擔對異教徒的“靈

魂拯救”，即傳教方面的事務。但日益繁重的醫

療事務，幾乎使他們無暇傳播福音。於是，這些

醫學傳教士便招收華人做學徒，教授他們西醫學

知識以擔任醫療助手，中國的西醫學教育就發軔

於此。自1837年起，伯駕即在眼科醫局倣傚中醫 

“師傅帶徒弟”的方式招收華人學徒，首先在臨

床中擔任醫療助手，此外伯駕還用英文教授一些

醫學專業理論課。伯駕藉此成為第一位培養中國

西醫生的外國醫生。
(8)
 在1838年的報告中，伯駕

提到已有三人在他的指導下學習西醫學：

我很高興告訴你們，三位很有培養前途的 

(中國) 青年，一個十六歲，一個十七歲，一個

十九歲，現在已經與醫院建立了聯繫。他們的

英語已經達到相當不錯的水準，在配製藥品和

處理藥方方面是得力的幫手。年齡最大的一

個，是個積極而有責任感的青年，他除了受到

培訓以外，每月還可以領到五元的工資。一些

眼科的小手術，譬如瞼內翻和翼狀胬肉等，他

都已經做得乾淨俐落。他服務已經一年多了。

第二個青年的中文程度比其餘兩人高得多。他

原打算學文學的，後來他父親去世，使他沒有

能力再繼續求學。他受到馬禮遜教育會的部分

支持，該社成立於1836年，專為中國青年提供

機會，通過西方知識的媒介學習英語和基督教

教義。第三個青年有很高的天分，由他父親全

力支持，至少要留在醫院五年。
(9)

其中年齡“十九歲”者應為關亞杜 (Kuan 

A-to, 1818-1874，即關韜)。據史料記載，關亞

杜十九歲時由他的叔父啉呱 (Lam qua，即關喬

昌，西人亦稱其為“林官”)介紹，跟隨伯駕學

習西醫學。關氏聰敏過人，在伯駕的指導下，很

快學會了結膜炎、瞼內翻、白內障、腫瘤、腹腔

放液穿刺術等外科手術。1840-1842年，眼科醫

局因鴉片戰爭局勢危急而關閉，伯駕更是將幾乎

全部時間用以指導關亞杜，使其在西醫眼科及外

科技術水準提高很快。伯駕一年後的報告即稱： 

“我的高年級學生已成功實施二十多例白內障手

術，已成功地切除一個重達三磅的瘤子。”
(10) 

正因如此，伯駕讓關亞杜參與一些重大手術，那

些前來廣州眼科醫局就診的眼科及外科病人，像

結膜炎、瞼內翻、白內障、腫瘤等多數手術都經

關氏之手。1844年4月至9月，伯駕因擔任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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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eb Cushing) 使團的中文秘書及顧問而離開

醫院期間，眼科醫局交由關亞杜經營，病人並不

因此而減少。由於關亞杜醫術高超，1856年被清

政府授予“五品頂戴軍醫”，委派到福建的清軍

中擔任軍醫，成為史籍留名的中國第一個西式軍

醫。畢華德 (1891-1966) 甚至認為關亞杜“名譽

之隆，反在巴氏之上”
(11)
，“巴氏”即指伯駕。

伯駕前後共培養十多位中國西醫學人材。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 回憶他在廣州醫

院裡見到的中國助手時說：“這些青年人先前都

受過良好的中文教育，後來又學會了英文，他們

在醫院裡既是醫生的助手，又是翻譯。我耳聞目

睹，對他們的造詣和在治病中顯示的才華，大為

驚歎。他們中不少人後來離開了醫院，在廣東省

邊遠地區私人獨立行醫。”
(12)
 這些最早掌握西

方醫學知識的中國助手和醫生，成為“中國醫學

業界的先導人”
(13)
。

然而，正當廣州眼科醫局興旺發展之時，伯

駕卻因各種原因導致身體每況愈下，1855年初

不得不決定回國休養，這樣就亟需為眼科醫局

尋找一位合格的接班人。經過慎重考慮，伯駕

選擇了時在廣州的美國醫學傳教士嘉約翰 (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 執掌眼科醫局。嘉約

翰是美國長老會 (Presbyterians) 傳教士，1847

年畢業於費城傑弗遜醫學院 (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因感到中國醫療匱乏，立志到中國行

醫傳教。1853年，他向美國長老會總部提出申請

獲得允准。1854年5月，嘉約翰抵達廣州，旋即開

始行醫傳教工作。1855年5月，伯駕返回美國時，

宣佈由嘉約翰接替其廣州眼科醫局的工作。嘉約

翰執掌眼科醫局後，醫局業務蒸蒸日上。然而好

景不長，1856年10月，中英因為“亞羅號”事件

引起第二次鴉片戰爭。憤怒的國人火燒外國人居

住的十三行，包括廣州眼科醫局在內的建築被徹

底焚燬，所有外國人包括醫學傳教士也一併被趕

走。
(14)
 嘉約翰被迫避禍於澳門，不久即於1857年

2月啟程返回美國。翌年10月，嘉約翰重返廣州。

幾經周折後，終於在廣州南關增沙街找到了一處

房子作為新的醫院所用。他親手進行修繕後，1859

年1月新醫院正式開張，定名為“博濟醫院”，以

示“效法基督精神，博愛眾人，濟世為懷”之意

向。
(15)
 伴隨着博濟醫院的建立，教會醫學教育亦

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醫學班”階段。

“醫學班”：博濟醫院嘉約翰的醫學教育

博濟醫院建立後，嘉約翰除行醫傳教外，亦

頗重視培訓中國本土醫師。他在1862年的報告

中指出：“為青年人提供外科醫學與技術的教育

已經被看作醫院目標的重要部分。目前這項工作

尚不能達到需要的程度，但學生們獲得的知識已

足以使他們在治療許多種疾病時遠遠優於本地醫

生，特別是在外科的所有部門。”
(16)
 起初，嘉約

翰也像伯駕那樣採取“師傅帶徒弟”的方式，但

是這種學徒式的訓練方法成效不高，培養出來的

人數量極少，遠遠滿足不了醫療上的需要。尤其

嘉約翰認識到要培養全面瞭解和掌握西醫學的人

材，必須從學習西醫基本原理和基礎知識着手。

在當時尚不具備條件創建醫學校的情況下，嘉約

翰認為可以先建立“醫學班”(medical class)，培

訓西醫學生。當然，嘉約翰的這一想法很可能源

自英國醫學傳教士合信 (Benjamin Hobson, 1816-

1873)。合信在1843年掌管香港醫院後，曾向中

華醫學傳教會香港分會建議，應儘快發展醫學教

育。他認為可以首先組成一個六至十人的醫學

班，先向他們講授物理、化學、生物學等課程，

然後在醫院實習臨床科目和解剖示範。後來由於

各種原因，合信的這一想法最終沒能實現，但卻

給了嘉約翰啟發。而且此時建立“醫學班”的條

件已基本具備：首先，鑒於建在增沙街的博濟醫

院規模很小，1863年嘉約翰正式提出選擇新址籌

建新的博濟醫院。此事得到美國南方教會以及中

國各界人士支持，很快募集到大量資金。到1866

年10月，在仁濟大街 (穀埠) 一棟八十英尺長、

四十五英尺寬，包括了一百三十個床位的第一階

段的博濟醫院正式完工。翌年又建成兼做可以接

納三百人的接診室的禮拜堂和配藥室，1869年又

建成醫生宿舍。至1870年，無論硬體建設、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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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醫療體系，還是醫生技術水準，博濟醫院

都堪稱完善。其次，黃寬 (1828-1879) 的加盟。

黃寬字綽卿，廣東香山人，1840年進入設於澳門

的馬禮遜學校學習。1846年，黃寬與該校同學容

閎等三人隨校長布朗 (Samuel R. Brown，中文名

亦作“鮑留雲”)赴美，進入麻塞諸塞州的孟松

學校 (Monson Academy) 學習，開中國人近代留

學美國之嚆失。1850年夏從該校畢業後，在香港

友人資助下，黃寬考入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系，

經過五年的學習，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畢業後他

繼續攻讀病理學、解剖學碩士課程，於1857年取

得醫學碩士學位，成為我國第一位西醫碩士，被

稱為“好望角以東最負盛名之良外科”
(17)
。回國

後，黃寬先是在香港、後到廣州金利埠仁濟醫院

當醫生，在這裡結識了嘉約翰。黃寬經常到博濟

醫院協助嘉約翰工作，譬如疑難病的診治、重大

手術的實施等。嘉約翰仰慕其醫術高明，便延聘

黃寬到博濟醫院工作。1867年4-12月，黃寬作為

首位華人院長管理博濟醫院。

黃寬的加入，使嘉約翰感到設立“醫學班”

的時機成熟。1866年，嘉約翰在博濟醫院設立

了醫學班。他制定了〈醫學教育大綱〉，提出開

展西醫教育的目的在於：(1) 為一般民眾造就才

幹學識俱全的中國醫生；(2) 造就教會醫院內的

醫生；(3) 造就醫學校教員。
(18)
“醫學班”第一

年祇招收了十二名學員，既有來自教會學校的學

生，也有開業的中醫生。與之前一邊工作一邊進

行醫療技術的學習這種不系統的狀況相比，“醫

學班”學生接受的教育趨向於系統、正規。除了

少量語言文字的學習外，對學生施以醫學的系統

授課 (systematic instruction)：除臨床科目外，

還要學習基礎科目，由黃寬教授解剖學、生理學

及外科學，嘉約翰教藥物學和化學，關韜教授         

“實踐和中醫學”。
(19)
 每週一、五在門診學習診

治，週二、四在手術室學習割治，週三、六進行

課堂講授，理論學習與臨床實踐結合，學生參與

醫院日常事務、施藥、手術割治等協助性工作。

一般以三年學習時間為限，畢業頒發博濟醫院文

憑。但也有學生在入學前即在醫院服務或畢業後

留在醫院工作、同時繼續學習的情況。從學校開

設的課程與教學情況來看，基本上與當時美國本

土的醫學校開設的課程相似，而且嘉約翰明確醫

學班為培養醫學人材，教學並無宗教性的內容，

在招生方面也未強調教徒的身份。與同時期的差

會開辦的普通教育相比，由於醫學教育的職業性

特徵，更早體現了世俗化的傾向。但是由於當時

條件的限制，在一些與中國傳統醫學迥異的課程

方面，還有着巨大的障礙。

醫學班採用漢語教學。嘉約翰認為：“如果

祇能用西方語言作為唯一傳播科學的手段，祇能

影響小部分掌握外語的人，知識不應祇局限於小

範圍人群的需要，而是應該呈現給更多的人，服

務於中國現實的生活目的，可以預見到使用漢語

的醫學教育將對中國人產生廣泛的影響。教育一

名使用漢語的人，要比教育十位使用英語的學生

將發揮更現實的作用。”
(20)
 他對比了香港醫學

院與醫學班的不同：“在香港醫院學醫不如在廣

州學那麼理想。香港的醫生學問很出名；但是他

們講英語，學生最多祇能聽懂三成。而在這裡我

們聘請普通的老師，但是他們講的每一句話學生

都聽得懂。”
(21)
 使用漢語教學，首先需要解決

教科書問題。在將西方醫學著作編譯為中文方

面，合信堪稱先驅。1850-1858年間，合信翻譯

出版了《全體新論》、《博物新編》、《新醫略

論》、《婦嬰新說》、《內科新說》和《醫學新

語》等書，其中《全體新論》作為第一部介紹西

方解剖學和生理學的中文書籍，曾引起巨大的反

響。1865年經過嘉約翰的請求，合信正式授權

嘉約翰使用他所編譯的一系列醫學書籍作為醫學

班的教材，初步解決了醫學校中缺乏中文教材的

窘境。但合信編譯的大多為介紹性的普及讀物，

隨着教學的進一步深入，嘉約翰、賴馬西 (Mary 

West Niles, 1854-1933) 及中國助手，大量翻譯了

西方新的醫學教材和根據在醫學實踐工作中總結

的病例和治療方案編寫的教材，其翻譯和撰寫的

相關醫學書籍達三十四種，其中主要的有：1871

年出版的《化學初階》(第一、二卷)、《西藥略

釋》，1872年出版《化學初階》(第三卷)、《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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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新編》(1875年修訂後再版)、《花柳指迷》，

1873年出版《溺水救生》、《皮膚新篇》、《內科

闡微》，1875年出版《化學初階》(第四卷)。它們

既有醫學基礎理論，也有根據廣東地區臨床醫療

的實踐總結，尤其是在廣東地區常見的眼科、皮

膚科、結石等流行性疾病以及兒科等常見病的治

療方面。這些都在醫學班的教學中教授，從另一

方面反映了當時醫學班在教育上所達到的水準。

黃寬在編譯醫學教材方面對嘉約翰幫助極大。莆

田人林湘東在為《西醫略釋》撰寫的序中，稱嘉

約翰此書完成之後，“不敢自以為是，復敬請大

國手黃綽卿先生迭次校勘，而後付諸剞劂”
(22)
。

對中文水準不高的嘉約翰而言，《西醫略釋》需

華人助手幫助校釋，其他的想必亦是如此。

醫學班起初祇招收男生。1879年，兩名真光

書院 (True Light Seminary) 的成年女學生在徵得

嘉約翰的同意後進入醫學班學習。她們從醫學班

畢業後，其中一位名為 Leung Sz Nai 的學生被僱

為博濟醫院的醫療助手，但不久即因病去世；另

一位則在廣州附近的一所鄉村學堂任教，並以所

受的醫學教育進行醫療活動。此後，不斷有真光

書院學生入醫學班學醫，余美德和謝愛瓊畢業後

相繼在博濟醫院工作和自行開設診所，皆成為名

醫。
(23)
 醫學班一直招收女生，1890年時有九名女

學生。
(24)
 19世紀80年代以後，伴隨賴馬西和富瑪

麗 (Mary Fulton, 1862-1927) 兩位女醫生的加入，

課程設置新增加了婦科學和產科學的內容。學生

學習的時間相應增加，課堂學習的時間由每週兩

天增加到四天，1890年增加到五天，每天都要授

課和問答，週六為試驗課，內容為示範教學、使

用顯微鏡和做試驗。學生的人數也逐步增加，由

1866年的十二人，增至70年代的二十多人，1886-

1896年間的學生多保持在三十多人。

在醫學班就讀的學生中，最著名者當屬孫中

山。1886年秋，孫中山懷着“以學堂為鼓吹之

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的理想進入醫學班學

習。雖然在這裡祇學習了一年，但在這裡孫中山

結識了多位志同道合、意氣相投的仁人志士如鄭

士良 (1863-1901)、陳少白等。後來孫中山一再強

調自己“肄業於廣州博濟醫院”，並不忘特別說

明曾“師從德高望重的嘉約翰醫生學習醫學”。

說明醫學班學習的經歷對其後來走向民主革命道

路影響有多大。此外，張竹君是醫學班傑出畢業

生之一。據馬君武〈女士張竹君傳〉稱：“張竹

君者，中國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故為世家。竹

君生數歲而患腦筋病，並身覺麻木不仁，其家則

送之於其城之博濟醫院，囑美利堅醫士嘉約翰醫

之，漸愈。時竹君雖幼稚，已能覺西醫之精妙，

絕勝中國疲庭老腐之所謂醫生者，乃發願留博濟

醫局學醫。既十三年，而盡通西國內外科之學，

得執照焉。”
(25)
 張竹君從醫學班畢業後，在廣

州先後創辦提福、南福醫院。此外，她還在上海

創建了數家醫院。她在上海創辦醫院時曾得到江

南製造局提調李平書 (1854-1927) 的資助。李平

書生於醫業世家，曾創立醫學會，創設中西女子

醫學堂、南市上海醫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醫院)。

他所以有興趣資助張竹君在上海開設醫院，葢與他

的這種身世不無關係。李平書在自傳〈且頑老人七

十歲自敍〉中，曾專門記述張竹君早年的求學、行

醫過程：“張竹君女士在廣東博濟醫院畢業，在院

充醫生二年。”
(26)
 從此也可看到教會醫院培訓本

土醫師作醫療助手之的目的。1911年10月武昌起

義爆發後，她首先發起、組建中國赤十字會及救護

隊進行戰地救護，並因此被譽為中國第一個南丁格

爾。
(27)
 她還首開中國婦女登臺演講之風，倡立演說

會，“指論時事，慷慨國艱”
(28)
，被譽為“女界之

梁啟超”
(29)
、“中國之女豪傑”

(30)
。

康廣仁 (1867-1898) 是康有為幼弟，也是醫學

班畢業生。他自幼厭惡八股文和科舉應試，反而

喜歡讀廣學會和江南製造局翻譯的西書。在讀了合

信翻譯的《全體新論》後，對西醫學產生興趣，於

是“學醫於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學”
(31)
。

但是康廣仁畢業後並未行醫，1897年在澳門創辦宣

傳變法維新思想的《知新報》，闢專欄介紹西洋醫

學，同時不斷刊發醫學維新的文章。
(32)
 因宣傳維

新思想，戊戌變法失敗後，康廣仁與譚嗣同等在

北京菜市口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據說康廣

仁在獄中毫不畏懼，臨刑猶言“中國自強之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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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33)
。從以上諸人後來的行狀，我們說醫學班的

醫學教育不僅使他們獲得很高的醫術，而且對他們

的思想也起到啟蒙作用，似無不可。

綜上可知，醫學班雖然已進行較為正規的醫

學教育，但它祇是“醫學校 (medical school) 的胚

芽”
(34)
，而不能稱之為“醫學校”。即使到1880

年1月，嘉約翰在年度報告中仍稱“醫學班的授

課一直在進行，在讀學生有十九名”
(35)
，但是 

“這個醫學班漸漸具有了一所正規醫科學校的性

質，一旦所有分支學科都具備合適的導師，學生

的人數也增加了，我們將採用‘廣州醫學院’(the 

Canton Medical College) 的名稱。”
(36)
 然而遺憾

的是，儘管到1897年醫學班的修業年限由三年延

長至四年，進一步向正規化的專業醫學院轉變，

但隨着1898年嘉約翰從博濟醫院退休，並於1901

年8月在廣州去世，嘉約翰最終也未能實現將醫

學班擴建成“醫學院”之願望。

南華醫學堂：正規醫學教育的肇始

嘉約翰從博濟醫院退休後，1899年關約翰 

(John M. Swan, 1860-1919) 接任博濟醫院院長。

關約翰是長老會教徒，從小就想學醫，而且對醫

學傳教事業抱有濃厚興趣。因此在醫學院畢業

後，他向長老會海外傳教委員會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提出赴中國的申請獲

准，1885年秋偕新婚妻子乘船赴廣州。抵華後住

在博濟醫院，除醫療工作外，開始學習中文。1887

年被任命為嘉約翰的助手，1895年休假從美國歸

來，“繼續在醫院擔任外科醫生並共同負責領導工

作”。1897年，中國傳教醫師協會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建議“醫院的賬目和總

體工作、有關男子部的醫療工作和助手及僱員等

本地員工的指導，均應置於關約翰醫生管理和控

制之下”
(37)
。1899年，嘉約翰辭去博濟醫院院

長職務後，關約翰接任。鑒於教會醫院“現時最

緊迫的需要之一即是受過良好訓練的中國護士和

助手，醫學教育是醫藥傳教士目前最為緊要的工

作”
(38)
。尤其隨着博濟醫院聲譽日隆，生源逐漸

增多，學生上課的地方漸顯不夠。史憬然在校就

讀時，由於座位不夠，她甚至用手帕鋪地，坐在

地上聽講、記筆記。
(39)
 博濟醫院擴建教學用房、

建設醫學院，實屬必要。1902年，關約翰向廣州

醫學傳道會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提交一份建立醫學院的計劃並得到認可。經費的

小部分來自教會，大部分來自廣州各界人士的捐

款，共募集資金達三萬美元。
(40)
 其中 “醫學院

的院址和用於創辦醫學院的一萬八千元專項捐

款，以及四千五百元用於擴建教堂的錢，幾乎全

都是來自中國朋友的特別捐贈”。
(41)
 最後決定

在醫院的右側建造教學樓。教學樓為四層樓房，

最頂部為小鐘樓結構的西式建築，內部包括寬敞

明亮的課室、實驗室、學生宿舍，可容納七十名

同學同時在學。1904年9月建成，取名“南華醫學

堂”(South China Medical College)，或稱 “博濟醫

學堂”。取名“學堂”，也是為了適應當時中國教

育發展的形勢。1901年清政府頒佈“興學詔書”，

強調“興學育材，為當務之急”，鼓勵全國興辦

學堂。1902、1903年又先後頒佈〈欽定學堂章程〉

和〈奏定學堂章程〉，傳統的“書院”紛紛改名

為“學堂”。1884年，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在廣

州創建的廣雅書院，1902年改名為“廣東省大學

堂”
(42)
，教會創辦的格致書院則改名為“嶺南學

堂”，真光書院改名為真光中學堂。此時博濟醫

院新建立的醫學院，依例使用“學堂”之名，便

再自然不過了。此即為南華醫學堂取名的由來。   

南華醫學堂開辦時註冊入學的學生有三十

六人，教師十一名。名義上是由美國醫生安德

遜 (Anton Anderson) 任校長，實際上是由博濟

醫院院長關約翰直接管理。教師主要是博濟醫院

的醫生包括傳教士醫生和中國醫生，醫學生的實

習基地就是博濟醫院。南華醫學堂仍然採取男女

生兼收的慣例，與博濟醫院訓練班不同的是：入

學學生的年齡無嚴格的限制，而且以中文教學標

榜，目的在於吸引更多中國人就讀。因為這時

已經具備了中文教學的條件，博濟醫院多年培

養的中國醫生已能獨立從事醫療、教學工作。

即使外國人醫生不能說流利的中文，也完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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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任翻譯。低年級學生接受中文或雙語教學，

以備在進入高年級後實施英語教學。在課程結

構上，既有系統的醫學理論課程，又有臨床實

踐課程，教學內容集中於生理、解剖、化學、

外科和藥學，在臨床實踐中注重對華南地區流

行和常見疾病如眼病、兒科疾病、結石、皮膚

病的診治與總結，初步具備了現代醫學院的教

學標準。在教學上，首先使用中文教授西醫科

學，降低了醫學生就學的門檻，加之首開女生

入學的先例，擴展醫學教育的範圍。在學制上，

第一次採用了年級教育制度，學制由三至四年，

後來延至五年，包括六個月的臨床實習。由低級

到高級，循序漸進地進行教學工作，打破早期以

師帶徒的傳統教育方式，成規模地為華南地區

培養了一大批西醫人材。至1912年，博濟醫學

校培養的醫學人材達二百○二人 (包括畢業生和

肄業生) 
(43)
，遠遠超出同時期的其他西醫學校。

遺憾的是，南華醫學堂僅存在了九年。導致其短

命的主要原因是，博濟醫院內部的權力鬥爭，導

致在任命嘉約翰接班人的環節中出現了問題。

嘉約翰原已培養的接班人是老譚約瑟 (Joseph C. 

Thomson, 1853-1926)。他不僅是博濟醫院出色的

外科醫生，而且性格溫和，處事穩重，與院內的

美國和中國醫生關係良好。1884-1885年嘉約翰因

病放長假回國，曾令老譚約瑟代行博濟醫院院長

職務。但是，博濟醫院人事任命權掌握在廣州醫

學傳道會會長手中。他為了打擊嘉約翰，在1898

年嘉約翰退休時，特意提拔自己的秘書、博濟醫

院外科醫生關約翰出任博濟醫院院長。關約翰雖

然不失為一位醫術優秀的醫生，誠如威斯鈉 (O. 

F. Wisner) 醫生所說，“他是一位認真負責的、

有能力的內科醫生，也是一位技巧嫺熟的外科醫

生”
(44)
，但他性格急躁，缺乏寬容與忍耐，尤其

是無法善待原在博濟醫院工作的美國與中國醫生

群體。結果，導致博濟醫院的外國醫先後辭職，

中國醫生也隨之而去。南華醫學堂的教師本來都

是由博濟醫院的醫生出任，學校缺乏教師，管理

又陷入混亂。加上主持南華醫學堂的安德遜醫生

病重回國，情況更加混亂。本來博濟醫院素有教

學傳統，又有歷年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應有條

件逃過學潮。然而由於廣州醫學傳道會會長任用非

人，導致學潮爆發。1908年廣州私立光華醫學校成

立後，十多名南華醫學堂學生離開南華醫學堂，轉

入光華醫學校學習。1912年南華醫學堂最後在中外

教師集體辭職、學生罷課聲中宣告結束。
(45)

綜上可知，博濟醫院的醫學教育經歷了“師

傅帶徒弟”、“醫學班”和“南華醫學堂”三個

階段。然而，目前國內大多數醫學史論著均認為

嘉約翰1866年即在博濟醫院設立醫學校。之所以

會出現這一誤說，很可能源自孫中山。孫中山在

《建國方略》中曾說自己“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

校也”
(46)
。按孫中山在博濟醫院讀書的時間是1886-

1887年，此時其就讀的實為“醫學班”，學生畢

業頒發的是博濟醫院文憑。據專門研究孫中山醫

學學歷的陸丹林先生考證，博濟醫院從無“醫學

校”之稱。他與民國時期尚健在、出身於博濟醫院

的名醫池耀 廷、張允文、梁培基、張竹君、謝愛瓊

等穰熟，他們的畢業文憑都是博濟醫院而非博濟醫

校頒發的。
(47)
 當然，不少論著認為博濟醫院1879年

開辦博濟醫學校之說，同樣與史實不符。

總之，從最開始萌芽階段培訓助手、到後來

正規醫學校的建立，中國的西醫學教育邁出了艱

難而且重要的第一步。博濟醫院醫學教育的發

展，正是中國近代西醫學從無到有、從開端到發

展歷程的寫照。在這一過程中，醫學傳教士扮演

了最為重要的角色。可以說，他們是我國近代西

醫學教育的開創者，教會醫院及其附屬醫學堂是

我國近代西醫教育的搖籃，為我國培養出了第一

批西方醫學的專業人材。他們在掌握了西醫學知

識後，不僅給傳教士的醫療事業很大幫助，有的

甚至獨立行醫，擴大了西醫學在中國的影響。正

如醫學史家陳邦賢所指出的：“各醫院之功績不

獨為人治癒疾病，減小死亡率，而訓練甚多中國

助手，翻譯西國醫學書籍為漢文，傳佈西國醫學

知識於中國，其功亦不小也。”
(48)
 不僅如此，醫

學傳教為中國從傳統醫學向現代新醫學的嬗變注

入了一股新鮮血液。正是這股新鮮血液，使中國

傳統醫學乃至整個中國社會開始了它的現代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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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誠如著名學者林治平所說：“站在中國現代

化這一角度，評估基督教的關聯與影響，無論在

19世紀早期以至後世明朗可見的成就，當必優先

想到西方醫學的輸入，教會醫生在華的貢獻，中

國醫療主體的嬗變，醫學教育制度的建立，西醫

診所醫院的擴展，中國西醫醫生的輩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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